
8 夕拾·连载·广告
2020年 7月 9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首席编辑：许云倩 执行编辑：张克伟ZHAOHUA

100年前，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成立
徐光寿 刘严宁

  党 的 第 一 个 组 织 何 时 在 上
海成立 ？

陈独秀历来敢说敢做，敢做敢当。 在惠中旅
舍和亚东图书馆养病数日后，2月 27日起他就投
身政治活动----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开
始践行他在京津途中与李大钊相约的神圣使
命———发动劳工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新式
政党。 经历过北京五四学生运动，他发现“仅有学
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 “六三
大罢工”让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

在上海，陈独秀从他最熟悉的教育和宣传
做起，行程密集。 2月 29日，他应江苏省教育会
之邀演讲教育问题；3月 2日， 应邀出席上海船
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 《劳动者底
觉悟》的演讲，主张在开展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提
高工人阶级的觉悟；3月 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
秀，国民党多名要员作陪；4月 16日与 18日，应
邀先后出席中华工业协会等工会组织的会议，

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 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
育。 5月 1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标
志着陈独秀的建党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大约 4月下旬，陈独秀接受同乡老友柏文
蔚之邀入住其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 2号（今
南昌路 100 弄 2 号） 的私宅， 这是一幢建于
1911年的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民宅，面
积约 168平方米。 坐镇老渔阳里 2号，陈独秀
会见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联络上海
社会主义者、 接待来沪寻求真理的革命青年，

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
一个组织———党的上海早期组织……

那么，党的第一个组织究竟何时在上海成
立的呢？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 1987年推
出的 《共产主义小组 （上）》 记载：1920 年 8

月， 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
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
所）成立。同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也认为：1920 年 8 月，

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 建立了
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并成为创建全国
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

据 《中国共产党上海史》 记载，1920年 6

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
环龙路老渔阳里（后改称铭德里）2号陈独秀寓

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 具体日期虽无法
查考，但可以确定在 6月 20日之前。

据《俞秀松日记》证实，参加会议的 5人
之一施存统是 6月 19日“这天晚上乘船赴日
本”的，与施存统所说的 6月 19日晚间启程
赴日本之说一致。 据施存统本人回忆，1920

年 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
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
了。 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
张成立共产党。 虽然施存统误读了维经斯基
身份，也没说出具体时间，但能明确是“社会
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书记），而且
会议起草的党纲草案 10条内容中，已包括运
用劳工专政、 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
目的等内容， 已经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 8

月，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将组
织定名为“共产党”，不再称“社会共产党”或
“社会党”， 从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
组织———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

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是如何为建党
做准备的？

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最初并不起眼，成员
从 5位发展到 20多位， 却开创了党的历史
上多个 “第一”：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
织， 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 《共产党宣
言》，创办了第一份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发布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了党
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开办
了第一所工人学校———劳工半日学校，组建
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举办了第一
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成立了第一
个党的出版机构， 领导了第一次工人罢
工———上海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等等。 这些
“第一”，显示出中国革命的面貌开始焕然一
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

上海早期组织建党工作的一项重要活
动内容是首次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

本。1920年 8月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之
际，由陈望道翻译、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员陈
独秀、李汉俊审校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首次出版，且一版再版，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
共产党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 党的上海早期组织公开亮出了
“共产党”旗号。 1920年 11月 7日，在俄国十月
革命胜利 3周年之际，党的上海早期组织创办了
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陈独秀撰写的《〈共产
党〉月刊短言》宣告要“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
验新的生产方法（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 《共
产党》月刊第一号还发表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
三周年纪念》《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和《俄国共产
党的历史》等文章，“共产党”旗号鲜明，正如毛泽
东所说“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0年 11月 23日，陈独秀在上海主持起
草 《中国共产党宣言》， 分为共产主义者的理
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
三部分，是全国建党的纲领性文件。

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
义组织，在组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传播马
克思主义学说、指导工人运动方面发挥了“中心
组”“中央局”和“发起组”的作用。时任共产国际
在华工作全权代表的利金曾向其上级汇报说：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
的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 上海小组被
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 ”

为什么还不能说明党已正式诞生？

然而，无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理
论要求，还是从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的具体情况
看，党的上海早期组织都存在一些缺陷，尚不
能称之为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出现尚不能等同
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

当时党员的思想和成分较为复杂，夹杂着
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 维经斯基初来乍到急于
求成，以致在中国很多地区“同中国革命运动的
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
者拉进党的早期组织。 俞秀松曾指出：“社会共

产党”中，既有布尔什维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
义者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陈独秀也多次将“社
会党”和“吾党”交替使用。 思想难以区分，成分
鱼龙混杂， 经过多次论战才逐步划清了思想界
限，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才退出了党的队伍。

1920年 8月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伊始，

尚无正式、完整的政治纲领，不具备一个现代
政党的基本要求。虽然它已创办了《共产党》月
刊，创刊号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具有建
党的纲领性文件的性质，也提出了实现共产主
义的政治目标，但是，这个政治目标还很笼统，

并没有制定正式、完整的党的纲领，更没有制
定党的章程。 纲领和章程是现代政党尤其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般要素和基本特征，不
可或缺。

从组织领导机构看，早期组织也不具备一
个现代政党的基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
组织最初毕竟只有 5个发起人，仅有书记陈独
秀一个人在负责，陈独秀离沪后是李汉俊代理
书记，李汉俊之后是李达代理书记，始终是一
人负责， 一直没有组成党的组织领导机构，更
没有组成现代政党所要求的领袖集团。

从党员规模和组织成分看，尚不具备一个
现代政党的基本要求。 主要表现为党员人数太
少，组织成分单一。最初只有 5人，后来人数虽
有增加，但也不过 20多人。 党员来源单一，基
本上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
无产阶级政党所要求的工人党员凤毛麟角，以
至陈独秀安排了青年俞秀松进入厚生铁厂从
事工业劳动，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

早期组织地域性质也较为明显，团体色彩
较为浓厚。 这是个不太受到学术界关注的因
素。 由于党员主要限于迁居上海和路过上海的
外省籍积极分子，没能辐射全国形成全国性影
响。 在全国范围以及旅法、旅日学生中，还有 7

个党的组织先后成立。 因此，党的上海早期组
织只能被视为一个上海地方色彩鲜明的无产
阶级革命团体。

总之，不能把 1920年 8月党的上海早期组
织的成立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是，在党

的上海早期组织的召集和组织下召开党的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则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党的“一大”才是党的正式成立大会

1921年 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
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 并与
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达、 李汉俊建立了联
系。在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的召集和组织下，1921

年 7月 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
法租界树德里望志路 106号 （今兴业路 76号）

召开，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党的一大会议
日程表是：7月 23日晚开幕， 并举行第一次会
议，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 24日举
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汇报本地区党、团组
织的情况；7月 25日、26日，大会休会两日，用
于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工作计划；7

月 27日、28日、29日三天，连续举行第三、四、

五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
讨论；7月 30日， 第六次会议开到晚间时遭到
法租界侦探冲击而被迫中止。 7月 31日（或 8
月 1 日、3 日）， 根据浙江嘉兴籍的李达夫人王
会悟提议，大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
船上继续进行，讨论和通过草案，选举执行机
关，完成了最后的议程，标志着党的一大闭幕。

老渔阳里 2 号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
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他还指出：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
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
的一切牺牲， 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作为近百年党史的起点，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
渔阳里 2号、 法租界树德里望志路 106号，这
两座石库门房子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
中国革命的出发地。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前夕，中共上海市
委不仅推出了“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

加大红色资源发掘保护力度， 加快推进包括
党的第一个组织成立地老渔阳里 2 号在内的
一批重要革命遗址的保护修缮和展陈更新，

而且在去年 9 月和今年 4 月两度邀请党史学
者为市委中心组作党史专题辅导报告， 以加
强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教育。

如今的南昌路 100弄 2号，昔日的环龙路
老渔阳里 2号， 是党的第一个组织成立地、中
共中央第一个机关驻地，也是陈独秀、李达、陈
望道等党的创始人工作和生活的地点， 还是
《新青年》《共产党》和《上海伙友》等革命报刊
的编辑部。 在上海较为集中的红色遗址区域，

党的第一个组织成立地无疑是极为耀眼的历
史印记，最能体现昔日老渔阳里 2号的历史内
涵和文化底蕴。

怀揣初心使命，历经百年风雨，中国共产
党从这里出发，从团体到政党、从地方到全国，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过百年奋斗和砥砺前
进， 如今已成为拥有 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
一大党， 正领导着拥有 14亿人口的东方文明
古国，朝着建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
标接续奋斗。

荨 整修前的上
海市南昌路 100 弄 2
号大门。
（本版照片由作

者提供）

1920年 2 月 19 日，农历除夕。 傍晚

时分，上海十六铺码头一艘天津至上海

的客轮上走下一位头戴绅士帽、行色匆

匆的中年男子。在向北京发出一封平安

电报后迅即住进公共租界汉口路 50

号惠中旅舍，进了房间蒙头大睡。 他就

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

陈独秀此次从北京赶回上海，与其

说“赶”，不如说“逃”，一路上寒冷与惊

险相伴，“此一行如鱼入大海、 鸟上青

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但他心怀着一

个伟大的目标和神圣的约定，准备在上

海大展宏图。

今天，回望 1920 年至 1921 年的建

党历程，脉络更为清晰，初心更为可贵！

修葺一新的上海市南昌路 100 弄 2 号（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
2号）大门。

▲ 建党时期的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成立100周年纪念专题

荨 1920年11月
7 日 第 一 个 党 刊
《共产党》月刊创办。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王钦若去世后， 次相王曾升为首
相，史称他“方严持重， 每进见，言利害
事，审而中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太
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王） 曾多所裁
抑”；与王曾晋升首相同一日，枢密副使
张知白拜相，成为次相，天圣六年（1028

年）二月，卒于任上，史称他“在相位，慎
名器，无毫发私。常以盛满为戒，虽显
贵，其清约如寒士”。

张知白既卒，朝廷商议接替次相的
人选，首相王曾推荐吕夷简，枢密使曹
利用推荐张士逊，刘太后认为张士逊的
序位居吕夷简之上，想用士逊，王曾说：

“辅相当择才，不当问位。”坚持擢用吕
夷简。这时，吕夷简站出来说：“士逊事
上于寿春府最旧，且有纯懿之德，请先
用之。”刘太后嘉奖吕夷简“能让”，遂拜
枢密副使张士逊为次相。次年，即天圣
七年（1029年），张士逊受曹利用案牵连
而罢相，王曾又力荐吕夷简，刘太后不
置可否，王曾说：“太后不相夷简，以臣
度圣意，不欲其班（位）（在）枢密使张耆
上尔。耆一赤脚健儿，岂容妨贤至此！”

刘太后辩解说：“吾无此意，行用之矣。”

于是，“卒相夷简，以代士逊”。

《宋史》 对王曾、 张知白评价非常
高：“论曰 ：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

皆贤相也。四人风烈，往往相似。”

吕夷简掌国柄最久， 毁誉参半，亦
未入仁宗朝“四大贤相”之列，但史笔仍
得承认，“自仁宗初立， 太后临朝十余
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其于天
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
庙，为世名相”。

在刘太后垂帘期间，朝廷还涌现了

多位敢于犯颜直言的台谏官，除了那位力
阻钱惟演 “图入相” 的监察御史鞠咏，又
有：右司谏刘随，因“临事明锐敢行”，人称
“水晶灯笼”；殿中侍御史曹修古，“立朝慷
慨有风节，当太后临朝，权幸用事，人人顾
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辄言，无所回挠”；右
谏议大夫孔道辅，“性鲠挺特达，遇事弹劾
无所避，出入风采肃然，及再执宪，权贵益
忌之”。

刘太后听政之初，中国的益州（今四
川成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官
交子。

益州使用交子由来已久，但最早的交
子，严格来说还不是纸币，只是民间交子
铺发行的票据， 类似于存单或者兑换券。

市民在交子铺存入现钱， 即可换成交子，

交子的面额是临时手写的；而持有交子的
商民，既可随时往交子铺兑换成现钱（交
子铺会收取 3%的手续费），也可直接将交
子用于交易支付。这就是私交子。

私交子发行十多年，便爆发了信用危
机， 因为交子铺收了商民存款，“收买蓄
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当商民
持交子兑换现钱时， 交子铺因现金流不
足，“关闭门户不出”，商民兑换不到现钱，

遂“聚众争闹”。

益州官方不得不介入调解。 那么，交
子当存还是当废？ 官方出现了两种意见：

有人主张，不如干脆禁止交子流通，关闭
交子铺；另有人认为，“自来交子之法久为
民便”，如今问题不在交子本身，而是出在
交子铺上，若政府发行官交子，便可解决
交子信用的问题。此时，刘太后刚刚垂帘
听政，她采纳后者的建议，于天圣元年十
一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并于
次年开始发行第一届官交子，共发行 “一
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

官交子有印刷的固定面额，分别是一
贯文至十贯文，形式上更接近货币；而且，

官交子具有法偿地位，性质上也更接近法
币。我们说，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指
的乃是官交子，而非私交子。

在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漫长岁月里，天
圣七年（1029年）是比较重要的一年，是乾
兴元年之后又一个不太平静的年份。

这一年六月，京师大雷雨，宋真宗生
前倾力兴建的玉清昭应宫遭受雷击，引发
火灾，“宫凡三千六百一十楹”， 烧得只有
“一二小殿存尔”； 同月， 河北发生大水，

“坏澶州浮桥”；十一月初一，出现日食，冬

十月，京师地震。参知政事鲁宗道在这一
年二月去世，次相张士逊与首相王曾先后
罢相，枢密使曹利用更是突然落马。

曹利用是两朝元老，当初宋王朝与辽
国议和时，前往辽营谈判的特使便是曹利
用，“澶渊之盟”的签订，有曹利用的一份
功劳。自天禧二年（1018年）六月知枢密院
事，至天圣七年正月罢职，曹利用在枢密
院供职达 10年之久， 真仁之交的执政大
臣，从寇准、李迪到丁谓、钱惟演，来来去
去，只有曹利用稳坐枢密院。可以说，丁谓
倒台后， 曹利用便是朝中最有权势的元
老，序位在次相之上，敢与首相争班位，连
刘太后对他都颇为忌惮，平日敬称他“侍
中”，而不敢直呼其名。

随着权位日隆，曹利用也变得飞扬跋
扈。内侍罗崇勋犯有过错，太后让曹利用
前往训诫，你道曹利用怎么训诫，他脱去
罗崇勋的冠帻，“诟斥良久”， 污言秽语羞
辱了大半天，罗崇勋因此记恨在心。

宰执大臣陪宋仁宗在御花园钓鱼。按
惯例，皇上未钓到鱼，侍臣的鱼竿即使有
鱼儿咬钩，也不敢先起竿，等皇上钓上鱼，

左右用红丝网承之，侍臣才能起竿，这是
一种尊君的礼节。曹利用也想自己第一个
钓到鱼，有欲起竿者，他的随从就上前制
止：“侍中未得鱼，学士竿未可举也。”等曹
利用钓到鱼后，同列才可以起竿。目睹这
一切的一位馆阁校勘悄悄跟人说：“曹公
权位如此， 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其
能久乎！”

曹利用甚至对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也
有僭礼之举。垂帘日，他在帘前奏事时，有
时“以指爪击带鞓”，即用手指敲打自己的
腰带，这是不尊重太后的表现。左右指给
太后看，说：“利用在先帝时，何敢尔耶！”

太后看了，默默记在心里。

（十五）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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